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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作為一份探索性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臺灣的子女離家樣態之多樣性及其文化

意涵，並檢視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影響。本文以居住在新竹縣市且家中至少

有一位 15 歲以上子女的父母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抽樣方法取得 638 份有效樣本。研

究發現，結婚離家對父母的情緒感受衝擊甚大，特別是僅生育女兒者。孤獨感受越強烈

的父母越傾向貶抑自身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而有較高程度的社會孤立感；相同的作

用也發生於社會孤立感對孤獨感的影響，形成兩種社會心理狀態相互影響的向下螺旋關

係。綜言之，臺灣有不同於西方的子女離家行為與時間觀、性別離家文化、特定的情感

指向。因此，臺灣社會的「家」面臨兩種「跨不過去的坎」，一個是子女結婚離家對父

母社會心理感受的衝擊是明顯的，另一個是傳統性別文化價值觀的根深蒂固難跨越。 

 

關鍵字：孤獨感、社會孤立感、空巢期、家庭生命週期、離家 

 

  



跨不過去的坎：子女「離」家的樣態及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之影響 

189 

 Abstract  

This exploratory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diversit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s of home leaving in Taiwan an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hildren leaving home on 

parents’ socio-psychological status. This study involved parents living in Hsinchu County and 

with at least one child aged 15 and above. We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and obtained 638 valid 

sampl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arrying and leaving home has a strong emotional impact 

on parents, especially on those who only have daughters. The lonelier that parents feel, the 

more they tend to depreciate the qualit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they can use and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isolation. The same action also applies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on loneliness. Thus, a downward spiral relationship mark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socio-psychological states is formed. Therefore, the behaviour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 of home-leaving, the home-leaving culture regarding gender, and the 

specific emotional orientation are different between Taiwan and Western society. Thus, 

families in Taiwan face two formidable obstacles: one is the strong impact of children 

marrying and leaving home on the socio-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par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deeply roo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toward gender. 

 

Keywords: Loneliness, Social Isolation, Empty Nest, Family Life Cycle, Leav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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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西方的家庭居住型態變遷於七零至九零年代十分明顯，可從持續增加的歐美相關研

究見端倪。二十世紀六零年代末，西方社會子女離家因素的改變打破了長期以來兩代同

住的型態，即離家的主因從結婚逐漸被求學與就業所取代  (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反觀臺灣學界關注子女離家現象的時間是落在二十一世紀初，楊靜

利、陳寬政 (2002) 發現因求學而離家的比例確實有增加的趨勢，但結婚仍是主因之一。

之後，家庭與人口學相關研究持續提供豐富的信息，例如對未來的家庭生命歷程 (family 

life courses) 進行預估（楊靜利、劉一龍，2002）、探討家戶組成與代間關係之變遷（楊

靜利、董宜禎，2007；Huang, 2013；伊慶春，2014；Li and Hung, 2019）、分析特定人口

屬性者的居住轉換（張詠菡，2019、2022、2023）。這些文獻皆指出結婚是臺灣家庭生

命歷程中的重要轉換節點，也是離家的主因。可見，臺灣家庭的子女離家因素並不全然

與西方相同。 

雖然西方社會的離家主因從結婚轉變為就業與求學，但不變的是這些因素都鑲嵌在

子女成年離家文化的社會脈絡。而且，對應於家庭生命歷程是可預期的狀態，包括子女

成年後會出現「空巢」的家及父母在空巢階段的身心健康變化 (Lauren, 2017; Kobayashi 

and Steptoe, 2018)。臺灣社會因求學與就業離家主要是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影響，結婚離

家才是深扎於文化中的社會現象，也是長期未變的離家主因。相較於西方的成年離家，

臺灣的求學與就業離家是多次離巢與返巢的型態，結婚離家的時間也沒有社會集體的一

致性。此外，對於傳統父權體系下的臺灣家庭，性別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例如結婚之

後是否離家可能存在性別的差異，但西方社會的離家子女性別往往非研究討論的重點。

至今，我們並不清楚臺灣父母面對子女結婚且離家的情緒感受是否不同於非結婚而離家？

父母面對不同性別子女的已婚離家是否有明顯差異的反應？若將結婚離家的子女性別

擺置回手足性別組合之中，例如僅生育兒子、僅生育女兒、育有兒女但僅女兒結婚離家

等，何者對父母的身心狀態衝擊較大？目前，學界對於子代離家的樣態及其影響當代空

巢父母的情緒感受之認識十分有限。我們對於子女離家的樣態和文化特性之掌握還不夠

充分，也不清楚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狀態的衝擊程度。因此，本文要探討當代臺灣社會

中異於西方文化的「離」家多樣性、分析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狀態的衝擊，以及說明文

化規範有別於西方社會脈絡的特殊性，進而反省西方的空巢概念套用在臺灣社會的有效



跨不過去的坎：子女「離」家的樣態及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之影響 

191 

性。 

回顧我們所居住的臺灣，它僅花了三四十年的時間從農業社會步入後進工業階段，

壓縮現代性的後果是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多時期文化並置或重組。Merton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指出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容易出現傳統文化價值與

現實狀況之間的名實落差，使得文化價值規範發生改變，而鑲嵌於社會脈絡中的行動者

易出現脫序 (anomie) 的社會心理狀態。當代臺灣的父母明顯面對兩股背反作用下的期

待落空，即子女離家的趨勢背離了傳統孝道文化中期待子女同住以安享晚年之想像。但

學界卻未留意到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影響，其可能的原因除了研究者較常用

來分析家庭居住安排的大型調查資料未納入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詳細測量，另一個難題

是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出現在不同的家庭生命歷程且有反覆離家的現象而難以掌握，再

加上與西方的成年離家明顯不同，故不易判斷子女離家的狀態。有鑑於此，本文以新竹

縣市為研究範圍，自行設計問卷與收集樣本，以此份調查研究來反省西方家庭生命歷程

觀點的空巢概念用於解釋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現象之有效性，並藉由檢視子女離家對父

母的孤獨感 (loneliness) 與社會孤立感 (social isolation) 之影響來探討子女離家現象背

後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雖然這是一份以特定區域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在成果的推論上

需要留意有其侷限性，但作為一份探索性的分析研究，這會是瞭解臺灣離家文化及其文

化脈絡中父母社會心理狀態的重要一步。 

貳、文獻探討 

不同的社會對於子女離家的意義解讀不盡相同，展現在離家時間點的差別、離家原

因差異、離家後又返家的行為模式可能為父母的情緒感受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所以，

臺灣社會的子女離家對父母的影響是否與其他社會或國家有別，頗值得探討。西方視青

年離家為成年獨立的表徵，因此許多研究探討青年居住轉換的變化 (Berrington and 

Stone, 2013；Fry, 2016)、子女離家對父母身心健康的影響，如憂鬱徵兆、孤獨感、焦慮

失序 (Zhai et al., 2015；Wang et al., 2017)。這些文獻的共同點是以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

家庭生命歷程為基礎去探討空巢現象。以下為本文回顧相關文獻和反思空巢概念的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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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離家的文化脈絡及西方空巢概念的反思 

空巢概念的文化脈絡主要是西方家庭生命階段中成年子女離家後的家中居住成員

減少之社會事實。成年是一個可預期的離家時間且是以單次為主的離家行為。所以西方

的空巢概念能否直接套用於其他社會則非不證自明。早期以歐美為典型代表的西方，青

少年要被認可為成年人需要經歷五個重要的過程，包括高中學業、工作、離家、結婚與

生育，其中以離家為關鍵的轉折點 (Iacovou, 2001)。即使現代的西方已經弱化了這五階

段的必要性，且離家的實際時間也逐漸有別於傳統社會，但父母與子女之間對於何時應

該離家仍保有彼此默認的共識。近幾年因高等教育普及和經濟環境不佳等因素而導致子

女延遲離家，但對於離家的時間共識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Maroto, 2017)。與此同時也觀

察到近十年的相關研究隨著返巢子女人數比例攀升而增加 (Patacchini and Arduini, 2016；

Tosi, 2020)。由於延遲離家和返巢行為都不符合西方社會對於成年子女離家的文化規範，

所以這群子女經常被貼上負面標籤，父母也同樣遭受到極大的社會壓力。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 發現空巢父母的身心狀態會隨著社會文化規範而改變，出現不良反應

的機率也有變化。Davis, Kim and Fingerman (2016) 與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 的

發現相似，指出美國社會對於子女離家的接受程度曾發生轉變，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

前，子女返家會被視為不正常且對父母的婚姻生活造成壓力，2008年之後因受到外在經

濟環境不佳衝擊而返家者或返家後再次離家的時間拉長者較被中性看待，但因私人因素

而返家則依舊受到社會規範的責難及對父母的身心健康有負面影響。由此可見，成年離

家對西方家庭與個人都具有重要的生命歷程意義和社會規範壓力。 

反觀早期的臺灣社會有高比例的子女沒有離家經驗，特別是男性或未婚的成年者。

即使是近十多年來，離家的未婚子女仍頻繁往返家中居住，直到結婚或有偶之後才較明

顯減少與父母同住的比例（馬國勳，2010；魯慧中、鄭保志，2012）。因為有越來越多

的未婚子女以「陪伴」父母的功能性和情感性需求為理由而與父母同住。另一個值得注

意的是性別差異，即使婚姻是女性需要離開原生家庭的主要因素，但同樣是已婚或有偶

者，女性離家的比例仍然高於男性1。楊靜利、陳寬政 (2002) 指出 1950至 1997年間的

 

1 除非找到合理化的理由，否則女兒與父母同住會承受極大的壓力（伊慶春、章英華，2008），

抑或已婚女兒在夫妻經濟能力及權力關係中佔優勢方有助於「偏娘家化」的親屬關係網絡發展

（胡幼慧，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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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子女離家時間大抵與結婚時間重疊，但婚後離家因素會因子女的性別而不同，

男性離家的主因是就業，女性則是婚後離家占多數。在父系血緣傳承文化或修正式父權

社會（伊慶春和章英華，2008），可以看出家中男性在婚後的家庭地位更加穩固，女兒

婚後即使仍與原生家庭維持互動也已被視為他家之人。在經歷性別平權和女權運動之後，

當前的臺灣社會是否依舊存在著鮮明的性別離家差異，以及性別與婚姻的交錯組合對空

巢父母的情緒感受是否產生差異性的影響，本文將進行分析。 

任何一個社會的子女離家都直接形成家的空巢狀態和影響父母的身心感受。在西方

社會，空巢概念是鑲嵌在單次離家文化中，隱含來自家庭生命週期的預設。目前廣為採

用的家庭生命週期是 Duvall (1988) 依據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命歷程所劃分，再利用

當時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出家庭渡過每一個階段所需花費時間。在此預設上，空巢階段 

(empty nest period) 是指第六階段的子女陸續離家之發射中心階段，或第七階段的空巢家

庭至父母退休的中年期 (Duvall, 1988)，亦有研究者將發射中心期和中年父母期同時包

含於其中 (Tanis, Louw and Buijzen, 2017)。目前學界對於空巢的認定仍無一致共識。本

文採用「空巢階段是橫跨發射中心期和中年父母期」的觀點，認為空巢是循序漸進且持

續的概念，若家庭的子女數超過一人，通常不會在一夜之間轉變為空巢家庭。所以若以

全部子女都離家或以第一個子女離家之事實即視為空巢，則有以單次離家作為預設的疑

慮，並不適合做為臺灣家庭的空巢定義。 

由於家庭生命週期源於 1950 年代的中產階級家庭之生命經驗，其主要特徵是可預

測性、相對恆久穩定的家庭模式 (Mitchell, 2006)，意即社會期望與家庭相關事件的發生

依循著一定的順序，類似一個線性且不可逆的概念。然而，家庭鑲嵌於特定的文化脈絡

之中而受其社會規範影響，且家庭的變化實際上可能同時處於多個階段之中，故可能先

進入下一個階段再回到上一個階段 (Farris, 2016)。因此，當研究者以子女是否離家作為

家庭空巢的指標，一旦該社會的家庭生命歷程不吻合線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時，所收集

到的當下未離家者很可能混入了離家後又返巢的對象。這樣的疑慮普遍出現在過往針對

空巢階段的相關研究中。換言之，不論是將空巢定義為家庭生命歷程中的第六或第七階

段，都會忽略子女離家是一個動態且反覆的過程。子女離家後的返巢行為違反家庭生命

歷程的預設，但在現實中卻是經常發生的現象，尤其在臺灣十分普遍。在許多國家，子

女返家的比例明顯增加，且子女返家是一個反覆的過程而非單次性，較極端的情形還包

括所有子女均返家的滿巢狀況 (Davis, Kim and Fingerman, 2016；Caputo, 2019)。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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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而言，子女離家後再返家的滿巢和子女未離家前的滿巢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前者造

成的身心衝擊可能迥異於後者。 

目前國內的相關文獻對於空巢概念的理解多是立基在西方社會的家庭生命歷程觀

點，以子女單次離家的不可逆線性歷程為預設，但研究者對於空巢的定義和操作化卻又

不盡相同。若將國內相關研究依使用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對象之差異分成兩類，一種是

將空巢視為所有子女皆離家後的階段，另一種是未區分是否僅指子女單次離家且未再返

家，亦或同時包含子女返家。本文嘗試更貼近臺灣家庭的子女離家樣態，考量反覆離家

的情形，將家中第一次有子女離家視為該家庭進入空巢階段的重要條件，故定義空巢是

「過去曾經至少有一位子女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時間平均一年不超過六個月」。 

二、子女離家的父母情緒感受 

子女離家的文化意涵一定程度體現在父母的情緒反應。從家庭生命階段觀點，個人

生命中的事件受到文化規範的影響，而且子女所遭受的壓力會擴延影響父母的身心狀態。

因此，在子女離家與返家的過程中，父母與子女的發展軌跡會相互牽動，影響效果甚至

會放大 (Mitchell and Gee, 2004)。而且，父母對子女離家的感受還可能受其所鑲嵌的文

化脈絡影響而有差異。 

歐美研究發現，無論是獨居或空巢，心理感受有鮮明的變化。有正向的感受，如自

我概念的覺醒、生活自主性和滿足感提升 (Klinenberg, 2012)；也有負面的反饋，如角色

認同危機、憂鬱等情緒低落現象 (Steptoe et al., 2013；Kobayashi and Steptoe, 2018) 及身

心健康不佳 (Matthews et al., 2016；Rico-Uribe et al., 2018)。但近期也有研究指出，父母

的憂鬱徵兆和孤獨感並無明顯的證據指向來自於子女離家 (Kristensen, König and Hajek, 

2021)。整體而言，多數的研究者認為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和重視生活自主，加上成年

子女離家具有文化普遍性，所以多數父母能正向以對，即使中產階級女性較高比例會經

歷短暫的角色喪失而出現負面情緒，但多能在子女離家後約兩年時間回到正常的生活軌

道 (Lauren, 2017；Bouchard, 2018)。 

一份以加拿大的不同族裔移民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心理感受之比較研究指出文化

脈絡的重要性 (Mitchell and Wister, 2015)，發現除了來自東南亞的父母，英國、華人與

南歐地區的父母並未因子女離家而出現明顯的情緒困難，推翻了非西方國家父母在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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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易產生負面情緒的研究假設。較早之前，Mitchell and Gee (2004) 曾為華人父母沒有

出現嚴重情緒反應提出解釋，認為可能是華人父母較傾向隱藏負面情緒與代際間的衝突

關係。從 Mitchell and Gee (2004) 和 Mitchell and Wister (2015) 可以看出，華人父母對

於情緒感受有很大程度是深受早年內化的華人社會文化規範所影響。 

臺灣的父母會在情緒感受上出現何種反應？國內學界鮮少檢視這個問題，主要的討

論是聚焦在居住型態和變遷因素。陳淑美、張金鶚 (2004) 認為臺灣家庭的子女在工作

初期或找工作期間會選擇返家與父母同住以減少支出，或在初婚階段因無法負擔房價而

留在父母家中居住。但臺灣女性婚後與父母同住並非常態，反倒是男性被文化規範賦予

婚後不離家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甚至，男性婚後欲離家還須面對傳統孝道文化的壓力，

尤其是家中的長子或獨子。Yasuda et al. (2011) 和陳彥仲、王璽權 (2016) 指出臺灣社會

在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中，都市化、教育擴張、世代間的同住價值觀變遷，或因現實因素

考量 (如工作機會、住宅面積大小等)，都使得現實生活中難以實踐同住的想像。Li and 

Hung (2019) 則從父母資源支持子代的面向探討年青成年人延遲離家的現象及其對子代

居住選擇的影響。從上述研究可以瞭解臺灣家庭的空巢狀況並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單次離

家，子女離家後仍會與原生家庭有密切的資源交換。父母將照顧子女視為一輩子的責任

與義務，子女則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方面背負著文化中孝道的社會規範或代間資源

交換的社會性期待，另一方面卻又因現實物質條件無法實現同住的可能或代間同住價值

觀發生變遷。故在眾多背反因素的作用下，研究者想要預判臺灣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情

緒反應並不容易。因此，本文嘗試從反思西方空巢概念用於分析臺灣家庭的有效性出發，

透過自行蒐集的調查資料探討子女離家的多樣性及其對父母社會心理狀態之影響。 

參、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一、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由於目前國內探討子女離家和對父母情緒感受影響的文獻較少，且全國性調查或公

部門調查資料並無法取得合適的空巢父母樣本群、缺乏子女離家的詳細資訊與父母的情

緒感受等重要信息，故本文退而求其次採用非隨機的便利取樣方法  (convenience 

sampling) 收集樣本。由於空巢父母的母體數量和特質不易掌握，所以本文在進行分析

說明時需避免過度推論，故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對長期未受關注的空巢父母之社會心理狀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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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做探索性的分析。 

本文將研究對象的條件設定為「六個月裡平均一個禮拜有超過四天是居住在新竹縣

市且家中至少有一位 15歲以上子女的父母」。新竹縣市的總人口數增長明顯，是全臺灣

少數具有高生育率的前幾名縣市。新竹縣市的 35-54歲有偶人口與父母同住比例也相對

其他縣市偏低，故家庭型態多為父母與子女組成的小家庭。這樣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組成

特性具有較高比例的有偶子女離家樣本，以及較單純的家庭人口結構，適合用來探索子

女離巢之後的父母社會心理狀態。這份研究於 2021年 3月 11日至 5月 28日止一共發

出 950份問卷，回收 828份問卷，剔除填答中有任何一題缺漏的問卷，最後的有效問卷

為 638份。 

二、概念定義與變項測量 

（一）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概念的定義與測量 

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是測量父母面對子女離家的社會心理狀態，這兩個概念具有少

部分的構面重疊，屬於不同的概念且不可互換使用。在本文的分析模型中，孤獨感和社

會孤立感分別為依變項，也是彼此模型中的自變項。早期對於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是否

可視為相同的概念有許多論辯，但隨著相關研究的增加，將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視為不

同的概念已浮現共識。Shankar et al. (2011) 和 Coyle and Dugan (2012) 建議將孤獨感與

社會孤立感分開檢視。其他研究者也透過深度訪談說明兩者的差異 (Hwang et al., 2018；

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指出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均對健康行為、生理、心理狀態

有負面的影響，但兩者卻是獨立影響身心健康且引發身心疾病的種類也不同。因此，本

文將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視為不同的概念指涉。 

孤獨感是一個多維度的構念，不同情境下產生的孤獨感會有差異，例如失去親人的

孤獨感與在社會團體中無法獲得認同的孤獨感不同。Weiss (1973) 較早對孤獨感下定義，

將孤獨感分為情緒性孤獨感 (emotional loneliness) 和社會性孤獨感 (social loneliness)，

認為情緒性孤獨感是來自重要依附對象的缺失，因而產生空虛、被拋棄或被剝奪的感受；

缺少朋友、團體等更大範圍的社會關係則會造成社會性孤獨感，讓人有邊緣化或無目標

感。後續許多學者延伸 Weiss 的孤獨感概念，提出孤獨感是由親密性孤獨感 (intimate 

loneliness)、關係性孤獨感 (relational loneliness) 及集體性孤獨感 (collective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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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成的構念 (Hawkley, Gu, Luo and Cacioppo, 2012；Cacioppo et al., 2015)。親密性孤獨

感是指來自感知到重要他人的缺席2，與 Weiss (1973) 的情緒性孤獨感相同。關係性孤

獨感對比於 Weiss (1973) 的社會性孤獨，是來自感知存有的或是缺席的友情與親情之質

量，而此類被感知的對象大多是提供高成本的工具性支持者，如借款、兒童照顧、給予

幫助以達成某項計畫者。集體性孤獨感是指個人的社會價值認同程度低，其來自團體組

織、學校、國族等之認同不足 (Hawkley, Gu, Luo and Cacioppo, 2012；Cacioppo et al., 2015)。

本文採用 Weiss (1973) 對孤獨感的定義，即孤獨感的發生是來自個人感知到重要依附對

象與其親密關係的連結消失時產生的不良社會心理感受。故獨自一人並不必然會產生孤

獨感，而是因為失去某種明確的親密依附需要之一對一關係或一對多關係所引起。3
 

本文以 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測量孤獨感。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與  UCLA Loneliness Scale 是測量孤獨感的兩種主要量表。最初的  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 發展於 1985年，共有十一題，是以 Weiss (1973) 提出的孤獨

感概念作為量表設計的依據，包含情緒性孤獨與社會性孤獨兩個子量表。研究者可以依

據研究旨趣來選擇兩個子量表中的其中一種 (De Jong Gierveld and Van Tilburg, 2010)，本

文採用 De Jong Gierveld and Van Tilburg的精簡版，共 6題。4此量表是李克特五點尺度，

分別由「幾乎沒有」至「一直都有」，代表出現某種情緒的頻率或強度，得分越高表示

孤獨感受越強烈。 

社會孤立感的定義可分為兩類，早期研究認為社會孤立感是反應個人實際社會網絡

大小與社會互動頻率之客觀事實 (Gierveld and Havens 2004)，日後的發展則轉向認為此

概念更適合指涉個人對自身社會關係質量的主觀認知 (Dickens et al., 2011；Nicholson, 

 

2 此處所指涉的重要他人表示可以相互給予幫助、給予情緒性支持、肯定自我的價值等，其對象

不限於配偶，親密的家人，關係緊密的朋友均包括在重要他人的範疇內。 

3 獨自一人不是感到孤獨的必然條件，人可以過著相對獨自的生活卻不感到孤獨，同樣，也有人

過著豐富的社交生活卻仍感到孤獨 (Hawkley and Cacioppo, 2010)。 

4 六道題目如下：(1) 我想念身邊有人陪伴，(2) 我感覺到空虛，(3) 當我有困難時，身邊有很多

人可以依靠，(4) 有很多人讓我可以完全的信任，(5) 有足夠多讓我感受到親近的人，(6) 我經

常覺得被人拒絕。題目 (1)、(2)、(6) 題的計算方式是將填答「一直都有」計為 5 分，以此遞

減。題目 (3)、(4)、(5) 題的計分是將填答「一直都有」計為 1 分，以此遞增。此題得分越高

者表示其孤獨感受越強烈。本文進行因素分析得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度是 0.757，

Bartlett球形檢定達到統計顯著 (.000)，且此六道題可視為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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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他們認為社會孤立感概念不應僅強調結構性社會支持 (structural social support)，

更應凸顯功能性社會支持 (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 的重要性。結構性社會支持是指個

人的社會互動頻率、人際網絡大小之客觀事實；功能性社會支持則是指個人對於他人所

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情緒性支持或資訊性支持的品質與價值之主觀感知。所以當得到功

能性社會支持越多時，認為自己是群體一部分的歸屬感就越強烈，社會孤立感受也就較

不明顯。 

然而，社會孤立感的量表並未隨著概念定義的豐富性而有相應的調整，目前較常被

採用的測量方式也無統一標準，從單題到三十五題的量表均有學者使用。Berkman–Syme 

Social Network Index (1979)、Steptoe Social Isolation Index (2013)、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1988) 及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1993) 是較廣為使用的四種測量社會孤立感

量表 (Donovan and Blazer, 2020)。這四種都有測量個人的客觀社會網絡大小，但僅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同時也測量主觀認知社會支持面向。因此，本文選擇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中的 (1) 至 (6) 題度量個人主觀的社會孤立感。5此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

尺度，每題的計算方式是將填答「非常清楚」或「非常有用」計為 1分且依序遞增，得

分數越高即主觀認知社會孤立感受越強烈。 

（二）子女離家多樣性之相關變項 

為了檢視子女離家多樣性的影響效果，故將子女的性別、手足的性別組成、婚姻、

離家時間與父母預期的落差等因素納入分析。本文將子女離家情形分成未離家、已離家

但未婚、已離家且已婚，以未離家為對照組來比較影響差異。同時也探討已婚子女的性

別與婚姻組合之影響，故篩選出至少有一位子女已婚的受訪者，依據子女的性別與婚姻

組合分成育有兒女但僅兒子結婚、僅生育兒子、僅生育女兒、育有兒女但僅女兒結婚、

兒女皆已婚，以育有兒女但僅兒子結婚為對照組。另外也測量受訪者對已婚子女聯繫頻

 

5 此六題分別是：(1) 您認為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了解您這個人嗎？(2) 您認為對家人、朋

友或是重要他人而言，您是一個有用的人嗎？(3) 您清楚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最近的生活

狀況嗎？(4) 當您和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講話時，您覺得他們有用心傾聽您講話嗎？(5) 您

覺得您在家人、朋友或是重要他人之中有一個明確的角色定位嗎？(6) 您有和家人、朋友或是

重要他人討論關於一些您個人很隱私或深層的事情嗎？本文進行因素分析得到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切度是 0.874，Bartlett球形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 (.000)，且此六道題

可視為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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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主觀感受。除了上述這些客觀條件，父母主觀期待子女的最適離家時間和實際離家

的落差也可能是產生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變項的處理上分別以實際

離家年齡小和大於父母預期這兩類對比和父母預期相同者。 

肆、分析結果 

本文的 638個樣本以女性居多（65.8%），年齡橫跨 35至 72歲，多數人仍處於婚姻

階段（85.4%），教育程度平均達到專科水平（平均數 14.45、標準差 2.57），主觀階級認

知傾向中產階級（十等第主觀階級分數平均達 5.74、標準差 1.39），自評健康狀況良好

（病痛種類數量平均 1.08、標準差 0.98）。孤獨感的平均值為 2.62（標準差 0.57），社會

孤立感是 2.31（標準差 0.58），兩種情緒感受的均值皆低於五等第的中間值。子女未離

家的比例約有 41%，已離家但未婚有 35.9%。整體有過半數的受訪者子女實際離家年齡

低於父母預期，這一方面說明當代社會子女離家的因素增多和可能性提高，一方面也透

顯父母可以接受子女延遲離家的時間遠多於子女實際的狀況。父母與已婚離家子女聯繫

的主觀認知頻率則低於五等第的中間值，表示已婚離家對親子互動頻率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本文的樣本資料顯示父母有較佳的社經背景和健康狀況、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受是

略較中間程度偏低、六成左右的子代離家，且已婚離家子女和父母的聯繫頻率僅略高於

「偶爾」但又未達「普通」的程度。綜合觀之，子女離家時間存在著父母期待高於實際

子女離家時間的落差，而且已婚離家者與父母的聯繫頻率不高，且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

較偏低落。以下將說明子女離家引發父母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的樣貌。 

一、子女離家與父母孤獨感之關聯性 

子女離家會引發父母的孤獨感受嗎？表 1模式二顯示「子女已離家但未婚」與「子

女未離家」的父母並無明顯的差異，「子女已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則有強烈的孤獨感受。

此結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研究對於華人社會的父母在面對子女離家後會產生負面情緒的

「簡單」預期 (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Mitchell and Lovegreen, 2009；

Mitchell and Wister, 2015)，而是發現子女離家與否並非影響父母產生強烈孤獨感的關鍵

因素，子女結婚且離家才是重要原因。這說明子女結婚是家庭生命歷程中重要的一個階

段，對於家庭或親子關係的衝擊有實質的影響力，至少在本文的取樣地區發現這樣的現



《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十二期，2025 年 5 月 

200 

象。就父母而言，子女未婚前的離家可能並未被視為離巢，即對父母不構成認知上的空

巢。從探索性的角度嘗試提出可能的解釋，子女未婚前，父母可能視提供子女工具性或

情感性支持為責任與義務，其中即包括同住的居住安排。因此，不僅少有西方社會成年

離家的文化規範壓力，而且子女未婚前的反覆離家和返巢皆屬常態。也由於有未婚之前

的反覆離巢現象模糊了空巢的界線，因而緩解了父母對子女離家的脫序感受，直到子女

開始經營婚姻與家庭而減少了聯繫的頻率，父母才漸漸覺察自己與子女原本緊密依附的

親密關係似乎已發生質變而開始浮現孤獨感受。 

除了結婚是家庭中的重要事件，已婚離家子女的性別對於父母也可能有不同的意義

與影響。不同於模式一和二的樣本，模式三和四是「至少有一名子女已婚且離家」的父

母樣本，模式四說明已婚離家子女的性別對父母孤獨感有顯著的差異影響。相較於「育

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的父母，「僅生育女兒」者是唯一有鮮明差異且出現強烈的

孤獨感。此結果說明了現今臺灣社會中仍有部分地區依舊保有一定程度的父系傳承文化

規範，女性婚後被解除對原生家庭的責任與義務連帶，使其原生家庭的角色被相當程度

的淡化，即使已婚女兒和父母仍保持聯繫，但父系傳承文化規範仍傾向於將已婚女性與

父母間的工具性或情感性資源傳遞囿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或將資源轉入檯面之下成為

隱晦的交換模式。這對於僅生育女兒的父母之感受格外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教

育和就業機會已較上一世代提高許多，能夠提供給原生家庭或父母的資源也相對增加，

但本文取樣地區的女性子代並未隨著自身在資源交換過程中的可交換資源之質量提升

而突破父系傳承的傳統文化框架，至今這仍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坎。 

但文化規範不單僅展現結構限制的面向，其多重性也同時提供行動者去轉化受結構

限制之後的不適感，例如父母面對女兒出嫁時有許多的文化儀式來緩衝親子連帶關係質

變後社會心理狀態受到的衝擊。廖子淇 (2003：18) 指出，父親面對女兒的長大離家特

別需要藉著一連串的儀式來確認和逐步鬆解自己與女兒在情感上的連結，例如婚禮儀式、

女兒拜別祖先，以及更早期的女兒婚後冠夫姓等。在女兒結婚之前，不論離家原因為何，

父親認為女兒終究會回家（原生家庭），但當女兒婚後回娘家探望父母時，父親心中的

想法則轉變為女兒終究是要回去（婆家）。這說明父母面對女兒結婚離家需要經歷多重

的心理認知轉折和調適， 故也提供本文進一步瞭解為何新竹縣市呈現僅生育女兒且女

兒已婚離家的父母有最深刻的孤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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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如何理解「兒子和女兒皆已婚」的父母孤獨感程度次於「僅生育女兒且女兒已

婚」？胡幼慧 (1997)、利翠珊與林麗文 (1998) 和吳家瑜 (2005) 發現女兒和媳婦在家

庭中的地位有明顯差異，即父母期待媳婦可以填補已婚離家女兒的角色，然而在相處之

後認為媳婦對自己的照料應是來自社會角色賦予責任的「應有之情」，與女兒出於反哺

之恩的親子「真有之情」難以比擬；媳婦在家庭成員的認定也往往將男方父母排除在外，

或傾向透過外包方式來實踐對男方長輩照顧的社會規範。因此，父母在比較出嫁女兒與

迎娶入門的媳婦之後，對女兒的情感出現了雙重意識，一方面受傳統文化規範約束而意

識到要順暢的傳遞情感性與工具性支持給予出嫁女兒有其侷限性，另一方面又難以割捨

親子之間互惠的關心與照顧。這種文化脈絡下的雙重意識很可能是影響父母產生明顯的

孤獨感知因素。本文從新竹縣市的研究結果，發現此地區的父母對女兒與媳婦的不同情

緒感受有情感定向 (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 的特質，可以用來說明父母發展情感的方

向一定程度是依著離家者與父母在差序格局中的特定連帶 (particularistic ties) 而開展。

而這個探索性的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概推到臺灣其他地區則需要有更多相關的研究資料

佐證，是值得繼續深究的社會現象。 

進一步對比西方家庭的明確成年離家時間，臺灣社會並沒有離家時間的共識，子代

離家的實際年齡與父母主觀預期年齡之間會有較明顯的不一致。兩者的落差會對父母情

緒感受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過去的研究發現西方父母面對子女延遲離家有負面的情

緒 (Mancini and Blieszner, 1989；Billari and Liefbroer, 2007)，因為這意謂父母角色的責

任失敗，未能成功教養出獨立自主的子女 (Newman, 2012)。「延遲離家」在西方的脈絡

下是指成年後仍在家居住，本文分析新竹縣市地區則是指子女離家年齡晚於父母的預期。

表 1模型四，子女比父母預期的離家時間還晚並未出現西方延遲離家的負面情緒，但父

母對於子女離家年齡早於預期則有較強烈的孤獨感。將這個研究發現擺放回臺灣社會父

母預期子女離家的年齡普遍無一致性的社會脈絡中去理解，似乎可以說明「真的」離家

的時機應是以生命歷程階段的完成與否來決定，例如是否結婚。故子女離家是一種模糊

的時間觀，也映射出父母視照顧子女為父母角色一輩子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延伸出

難以捨離的親子連帶關係。 

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之間的關聯性又為何？表 1的模型一至四皆顯示父母的社會孤

立感程度越高也會有較高的孤獨感，即父母越貶抑自身的社會關係質量或認為自已是群

體一部份的歸屬感越弱者，較易主觀認知越欠缺親密關係網絡。表 2的模型一至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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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感同樣對社會孤立感有顯著影響，兩者是正向關係，表示若父母越強烈的感知自己

缺乏所需之親密關係，也會對自身可使用之社會支持網絡的品質與價值做出貶抑的評價。

綜觀表 1和表 2，各組模型的總體解釋力都有不錯的結果，說明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有

明顯的關聯性，即強烈的孤獨感會牽動社會孤立感，反之亦然，而形成惡性循環的向下

螺旋。從這份以特定地區所進行的探索性研究，發現此地區的父母社會支持網絡明顯與

親子關係網絡的質量密切相關，或可能是親子關係網絡與社會支持網絡有一定程度的重

疊關係，即俗語言「華人社會父母的大半人生都是為兒女而活」。因此，當社會變遷衝

擊傳統社會中的孝道文化，即家庭去實踐文化規範下養育子女與期待回報，而出現實踐

與認知孝道觀念的世代遞嬗和親子間的期待落差（伊慶春、陳玉華，1998；伊慶春、章

英華，2008），則期待落空的父母容易出現強烈的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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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女離家與父母社會孤立感的關聯性 

本文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後，發現自評健康狀況越不佳的父母會感受到更強烈的孤獨

感和社會孤立感。身體健康不佳者不僅自評缺乏所需的親密關係，也明顯對自身的社會

關係品質與價值感到不滿意。這份以新竹縣市特定地區的探索性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文

獻的發現一致（如 Steptoe et al., 2013；Kobayashi et al., 2018）。即便近期有越來越多的

研究再細分各種身心狀況與健康行為之後去檢視對孤獨感或社會孤立感的影響，但仍然

沒有改變它們之間有顯著關聯。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 和 Ha, Hougham, and 

Meltzer (2018) 指出，健康狀況與孤獨感及社會孤立感的連結關係主要是來自於健康狀

況不佳會直接削弱個人的行動自主能力與降低外出參與社交活動的頻率，且社會對於某

些疾病的污名化會讓長期處於不健康狀態的個人容易遭受到社會排除，進而產生孤獨感

與社會孤立感。本文從身體健康的自評狀況去檢視主觀感知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並未否

定反向的影響關係也可能成立，而且從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他們之間具有雙向

的相互影響作用。臺灣其他地區是否也有一致性的發現則有待未來持續探究。 

那具備什麼特質會有較強的韌性或復原力能夠面對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的來襲？

優勢社會經濟地位者是否較能減輕這種負面心理感受？過去不少的研究探討社經地位

與孤獨感、社會孤立感的相關性，發現收入、教育程度或職位較高者的社會孤立感明顯

較低 (Gale et al., 2018；Cudjoe et al., 2020)。Finlay and Kobayashi (2018) 指出高收入者

有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參與社會活動、維持與外界的密切聯繫，而低收入者多半工時長且

工作多為輪班制，甚至還需兼職數個工作。所以在休息時間不固定的情況下難以參與固

定時間的社團、聚會，同時在工時長的情況下，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較少。本文的新竹

縣市樣本發現教育程度的效果並未如先前文獻所示，但主觀階級越高的父母在自評孤獨

感和社會孤立感時確實明顯較低。目前並無法確認本文特定地區的樣本是否如同西方文

獻所言是因為「有閒階級」的原因，抑或是主觀階級越高者會傾向表現出與自評階級地

位相符的社會心理狀態，這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前述，本文指出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有更強烈的孤獨感，更甚於子女未婚離家的

父母。但前者也有較高的社會孤立感嗎？本文發現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在社會孤立感

的部分仍然顯著，但其影響作用的方向性則與孤獨感相反。這表示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

母會更明顯感知自己缺乏所需的親密關係（見表 1模式二的「子女已離家且已婚」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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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顯著影響），但此同時，父母也因為鬆解了親職角色而有更多時間與精力積極組建或

擴展社交網絡，而對自身可使用之社會支持網絡的品質與價值持正向的評價（見表 2模

式二的「子女離家且已婚」為正向顯著影響）。當子女離家後，父母空出大量的時間可

重新瞭解自我、發展興趣，建立許多的社會角色，與他人產生有意義的社會連結。另一

個重要的現象，子女已離家但未婚的父母有最強烈的社會孤立感，但其社會孤立感程度

與子女未離家的父母並無顯著差異。這說明新竹縣市的樣本群在子女未結婚之前，子女

離家仍與原生家庭往來密切，父母依然投入許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子女身上，而未將生活

重心轉移至自身。 

這個看似弔詭的現象，實則顯示出新竹縣市父母樣本群能夠在已婚子女離家之後發

展自身的社會網絡以獲取不同社群的社會支持與歸屬感，但是這些社會網絡的支持效果

並無法取代流失的代間親密關係。利翠珊、張妤玥 (2009) 也指出，空巢父母對於子女

依然有強烈的親密關係需要，心中仍然盼望子女能夠在晚年回到身邊提供照顧。然而，

父母卻發現比起子女在未婚之前，與已婚子女的聯繫減少，現實與期待的差距越來越大，

使父母的孤獨感程度倍增。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 認為這個現象說明子女

離家在家庭主義濃厚的華人社會裡代表著家庭價值出現了裂解。 

子女離家且已婚的父母在社會孤立感的部分明顯較低，此結果與多數的西方社會父

母經歷子女離家的心情轉變一致。西方文獻主要是從角色壓力觀點提供可能的解釋，認

為親職是一項具有壓力的角色扮演，長年的親職角色讓父母產生身心壓力，故當子女離

家之時也是放鬆親職壓力、重新尋找自我的開始。此時的父母會有更多的休閒時間，降

低了雙薪家庭常發生的家庭與工作時間安排的衝突。因此，父母表達空巢階段對於個人

的生活品質、婚姻滿意度、身心發展皆有正向的助益。 

進一步檢視子女性別的離家效果，表 1和表 2的模式四是「至少有一名子女離家且

已婚」的父母樣本，發現僅生育女兒的父母相對於「育有兒和女，但僅兒子結婚」者有

較高程度的孤獨感及較低程度的社會孤立感。如何理解這個看似弔詭，但卻映射出存在

於新竹縣市的性別離家文化？本文從探索性分析的視角嘗試提出臺灣家庭的離家有明

顯的情感定向與性別指向，至少存在於新竹縣市。情感定向指的是女兒與媳婦同為女性

但女兒對於父母卻有情感上的不可取代性，而性別指向是說明兒子與女兒的離家事實對

父母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情感衝擊。兒子結婚是想像家庭人丁興旺的開始，不僅是媳婦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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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門，也是滿懷生育孫子的期待，即使未能與已婚兒熄同住，在文化所賦予的情感認知

支持上仍然是一家人。反之，家中僅生育女兒且至少已有一位以上的女兒離家且已婚，

父母內化的文化規範是傾向於視嫁為人婦的女兒已成婆家的人，即使父母仍與已婚女兒

保有聯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規範所囿限。孔祥明 (2001) 對婆媳關係有細緻的討

論，指出雖然女性結婚後是婆家的人，但從現實生活中可以發現婆婆究竟視媳婦為自家

人抑或外人是會隨著情境而改變。在婆媳關係中，婆婆會將媳婦視為外人，但在婆家與

媳婦娘家的關係之中，媳婦就成了自己人，而媳婦的娘家成員則屬外人。在婆婆的認知

中有一條既隱又顯的邊界規範著媳婦與娘家往來聯繫的分寸，過於頻繁的情感聯繫或物

質交換都易被解讀為女兒在婆家未受到好的對待而有損婆家顏面，故不希望媳婦與娘家

有頻繁接觸，或明白示意媳婦應減少與這群「外人」聯絡。再透過張思嘉 (2001: 106)、

吳嘉瑜 (2005: 78)、廖子淇 (2003) 的訪談可以清楚瞭解父母對於已婚女兒的不捨與擔心。

臺灣家庭的父母會盡可能與女兒婆家的成員建立良好互動，甚至從女兒婚前便開始嘗試

接觸以建立關係，一方面觀察女婿，同時也藉此瞭解婆家對於媳婦角色的觀念。積極與

女兒婆家成員建立關係的原因之一是希望女兒能在婆家被友善對待，也在必要時發揮緩

解婆媳間摩擦的效果。這些文化規範對於身處其中的離家者父母是早已內化的認知，逐

漸瞭解自己將減少與已婚女兒的互動頻率和產生關係內涵上的變化，因此感知到彼此的

親密關係已開始鬆解而產生明顯的孤獨感。 

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父母，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更能夠感受到子女離

巢的孤獨，但也因此有向外接觸其他社群網絡的需求和有較充裕的時間去建立社交網絡。

本文發現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雖然有較高程度的孤獨感，但對於自身可

使用的社會支持網絡之品質與價值有明顯較佳的主觀評價。我們從已婚子女性別的離家

組合之分析結果得知，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對於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有明顯的影響，更

在父母各項網絡關係中占首要位置－父母往往在子女離巢之後才有時間向外組建自身

的社群網絡，尤其是僅生育女兒且至少有一位已婚的父母尤為明顯。 

子女結婚成家對於新竹縣市樣本群父母的孤獨感受有著不可逆的結果。與已婚子女

的聯絡頻率增加並無明顯改變父母的孤獨感，表示父母因子女已婚且離家所喪失的親密

關係較難以藉由往後的聯繫頻率來彌補。子女結婚對於父母而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生命

事件，而此生命事件也因文化規範而產生不可逆的孤獨感受。但與已婚子女的聯絡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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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以降低父母的社會孤立感，意謂父母可能在已婚子女的積極鼓勵下參與了外部的

社群網絡，進而更正面評價自身可使用的社會支持網絡之品質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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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過去五十年，家庭變遷研究的分析範疇經歷了從家庭結構到家庭關係的轉變，而本

文探討子女離家樣態及其對父母情緒感受的影響可同時說明社會變遷過程中家庭結構

牽動家庭關係的變化。「家」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規範之具體而微，我們若能掌握子

女離家的樣態和父母所受到的衝擊，有助於瞭解社會變遷的原因。因為子女離家的常態

化不僅能夠說明家庭居住型態在改變，也映射出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規範正在悄然地轉

變（張詠菡，2022）。父母對於子女離家的情緒反應更直接透顯行動者面對文化價值規

範轉變的適應程度和說明社會變遷的幅度。本文透過新竹縣市的樣本作探索性分析，嘗

試探究子女離家對父母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之影響，指出臺灣社會中存在著與西方社會

不同的子女離家時間觀、性別離家文化與特定的情感指向，以此說明「家」在當代社會

變遷過程中面臨兩種「跨不過去的坎」：一個是子女離家對父母社會心理感受的衝擊是

明顯的，另一個是傳統性別文化價值觀的根深蒂固。 

一、模糊的時間觀和重複離巢 

對比於西方社會的成年離家文化是一個較明確的離巢時間和單次離家的特性，臺灣

社會中存在某種離家文化是偏向模糊的時間觀和多次的離巢與返巢。6在西方家庭，子

女成年之後需要離家而獨立是社會文化規範下的共識，也被視為評價父母教養成功及子

女順利蛻變為自主成年人的重要指標。這映射出西方社會家庭是由各自獨立的個體所組

合而成的團體格局，每位成員皆有明確的權利與義務，看似綑綁在一起，卻又能區辨出

清清楚楚的個體。反觀臺灣部分地區的家庭，代際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並不像西方條

理分明，更似以濃情為基礎的差序格局，即未婚子女的社會地位和行為表現都直接指向

父母的身分地位與教養成敗。臺灣的父母視子女為一輩子的責任，同時也期待晚年時的

反哺恩情。因此，當社會結構發生變遷，子女因求學、就業或結婚等因素而離家的比例

增加，同住的時間也縮短許多，此時父母對子女同住和晚年陪伴的文化價值認知若未能

同步調整，則可以預期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容易有低落的現象。本文發現，子女若是未

婚，離家並不會造成父母的孤獨感提高，說明未婚子女的離家不是家庭的重要生命歷程

 

6 這份以新竹縣市樣本為分析基礎的探索性研究發現能否在臺灣其他地區也獲得一致的結果，有

待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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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也間接顯示未婚子女的重複離巢與返巢應是家庭的常態。真正對父母的孤獨感起

著重要影響的是子女結婚。所以，就父母的認知，子女結婚才算是真正開啟脫離家庭的

離巢開關，是家庭生命歷程的重要事件。故目前至少可知臺灣新竹縣市的離家時間有不

同於西方的現象，即主要是從婚姻所產生的身分關係轉變開始，非西方社會的年齡變化

使然。 

二、性別指向與情感定向 

子女結婚且離家對於父母的孤獨感有強烈的影響，這樣的情形並未明顯發生於父母

有「已婚離家的兒子」此一群體身上。在「至少有一名子女已婚離家」的父母中，僅生

育女兒的父母相對於至少育有一名兒子者有較明顯的孤獨感。由此可見，即使女性的教

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的提高已明顯讓女性在婚後有較多的權力可與丈夫協商家中的物質

資源使用方式，且相較於傳統社會有較高比例與娘家維持不低的互動頻率和提供情感支

持，但文化認知始終讓父母心中有一道難以跨越的坎。家中有兒子的父母，無論兒子是

否已婚或離家，都能舒緩或避免增強父母因家中有子女離家而產生的孤獨感。在新竹縣

市，兒子和女兒結婚成家對於父母的社會心理狀態起著完全不同的影響，反映出特定地

區的社會脈絡文化意義。以父系為傳宗主軸和繼承家業的臺灣社會中，至少有一部分新

竹縣市的父母認知到不適合再叨擾已出嫁的女兒，而認為兒子有義務或至少會在自身晚

年時陪伴於側，因而主觀評價自身不缺乏親密關係網絡的支持，即使這個主觀感知與現

實情況有落差，因研究發現照顧父母的多半為女兒，非兒子。所以，我們可以清楚指認

出臺灣社會的離家文化中有一部份存在著鮮明的性別指向，例如新竹縣市。同時，我們

也發現離家文化中還透顯出較少被指認出的情感定向，即兒子結婚雖為家庭增添了一位

新成員，但婆媳之間的親密關係仍難以與母女的親情相提並論，媳婦的加入並不易取代

或彌補因女兒已婚離家而失落的情感性支持關係。縱然整體的臺灣社會已從傳統社會蛻

變而出許久，但特地地區仍存在傳統文化中的子女性別和婆媳關係有一道跨不過的坎。 

三、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的關聯性 

離家文化中的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是兩個不同指涉的概念，而非意義重疊可簡化為

二擇一。本文以孤獨感概念來概括說明經歷子女離家的父母主觀評價個人對親密關係網

絡的需要或欠缺程度，故當父母與某種特定關係人的連結消失，可能導致因失去明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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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對一關係或一對多關係所引起的不良社會心理狀態。社會孤立感概念則是個人對

於他人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支持之品質與價值做出主觀判斷，反映個人對於可使用的社會

關係資源之質量的主觀感知。因此，可以預期經歷子女離家的親密關係連結消失會讓父

母產生明顯的孤獨感；而社會孤立感則因為是個人對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之綜合評價，

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會被個人納入綜合評價之中，再加上父母對於親子之間的親密關

係有更綿長時間的期待性，所以預期孤獨感對社會孤立感會有正向的影響。但過去的相

關研究並未能提供我們足夠的信息對孤獨感影響社會孤立感的效果做出明確的預判。因

此，本文檢視孤獨感對社會孤立感的影響作用是探索性的分析。本文發現，孤獨感受越

強烈的父母也越傾向貶抑自身可使用的社會關係質量，而有較高程度的社會孤立感；相

同的作用也發生於社會孤立感對孤獨感的影響，即個人對自身社會關係的評價越低或群

體歸屬感越薄弱，較易主觀認為自己的親密關係網絡缺乏。因此，兩種社會心理狀態是

形成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感相互影響的向下螺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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